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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中国的托派是历史上失踪的一群。他们的出现和失败反映出马克思

主义深刻的悖论：理论一旦进入实践，就不再是它自己了。甚至马克思本人也

无奈地声明：“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呈现出一种二元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就是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即所谓批判的武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等于马

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即所谓武器的批判。前者的代表是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

，后者是所谓现实社会主义。前者至今仍是西方意识形态中“政治正确”的源头

之一，后者虽然也曾盛极一时，但它的结局有目共睹。而托派则不同，试图把“

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付诸实践，这也正是它失败的悲剧所在。 

    那么，作为历史上的失败者，它的意义何在？对于社会实践，历来的评价

标准有两个，一是是否“正确”，一是是否“成功”。托派似乎更在乎前者，以至于

削足适履。其实作为一个列宁主义的派别，它已经偏离了“纯正的”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成功。所以，它已经不“

正确”了。而“现实社会主义”更在乎后者，只要能够“成功”，便不惜将“天条”弃如

敝屣。 

    在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一经与“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便产生出如下两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挂马克思主义的

羊头卖农民起义的狗肉，一伙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



了一场几乎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的

驴唇对中国现实的马嘴，发动了一场莫须有的无产阶级推翻莫须有的资产阶级

统治的革命。 

    讽刺的是，回过头来看，中共和托派的分歧其实不像看上去那么大。比如

，抗战初期托派主张“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而后来的发展是，被抗战严重

削弱了的国民政府最终在一场国内战争中被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的中共所推翻。

再如，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反对新官僚阶层”、“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建

成”、“世界革命论”等观点，也从“继续革命”、“打倒走资派”、“防止和平演变”和“

支援世界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了回应。 

    如今，世界的发展并未验证马克思的预言，“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

全球最富裕、稳定的部分，世界产业结构的变迁使作为正义的承载者和历史的

推动者的工人阶级被边缘化，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不复存在，

这使得历史上那些关乎历史方向的重大的论争失去了意义。在中国，工人阶级

从名义上的国家主人沦为真正的弱势群体，“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也从“马

克思列宁主义”而与时俱进地一再延伸。 

    那么，中国托派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也许是他们不为成败利害所动的执着

，他们心口如一的坦荡，他们对“战士的操守”的坚持，为此，他们不屑于卑下

的权力斗争。总之，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是革命者美好的一面。而他们的弱点是

战士的弱点，却也包含着他们所信奉的主义的致命的缺陷。 

 

中国托派概述 

唐宝林  



 

对于中国托派问题，过去史学界研究得较少。现在 70岁以下的人，如果不看有关资料
，恐怕不知其为何物。然而它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上，曾留下深深的痕迹。 

 
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中国托派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及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

的产物，最先酝酿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 
1923 年列宁病重和逝世前后，苏共党内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两派之间发生了大辩论。开

始是辩论如何实现党内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和干部腐化现象，及一国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

建设问题。到 1926年，国际共运问题逐渐成为大辩论的重要内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
命的路线更成为争论的焦点。大革命失败后，留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派遣的留学生卷入了

这场辩论。 
托洛茨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路线，认为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没有革

命性，只有反动性，而且“越到东方越反动”。因此，他抨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路线是

让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多次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

主张。尤其是在四一二政变以后，他认为中国形势与俄国 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形势一样，
共产党应该退出武汉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完成中国的无产阶

级革命。托洛茨基的这些主张在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都遭到否决。 
1927 年 7 月，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认为这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错误

路线的结果。斯大林则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

路线，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这些争论在苏共党内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党员分成两派，从中央到基层，激烈地进行

争论。认同托洛茨基观点的，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即托派。中国留学生也分成两

派。相当一部分学生，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感到困惑和激愤，纷纷转向托派，对共产国际

指导中国革命失败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 
1927 年 11 月 7 日，参加十月革命节 10 周年纪念游行的中国留学生梁干乔、区芳、陈

亦谋、陆一渊、史唐等路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突然打出“执行列宁遗嘱”、“

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子，两派当场发生殴斗，酿成重大事件。 
苏共中央及中央监察委员随即举行联席会议，作出开除托洛茨基党籍的决定。12 月举

行的苏共十五大，批准了这个决定，又开除了 75名托派骨干分子，同时在全国开展肃托运
动。苏联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参加红场事件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被遣送回国。 

这些人出国前多是共产党员或是共青团员，回国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各地武装起义

失败后的混乱状态，因此他们中不少人根据托洛茨基在党内夺取领导权以改造党的指示，

继续隐藏在党内。如梁干乔到广东海陆丰在彭湃的领导下搞过一段农民运动，区芳到香港

太沽船厂搞工人运动，宋逢春到北方区委做宣传干事等。他们暗地里互相联络，筹组中国

托派组织。 
1928年 12月，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了托派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

小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

干事长。他们还在武汉、香港、广州、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 
组织成立后，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播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论述。为此，1929 年 4

月，他们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办的地下刊物《我们的话》，创办了一个同名刊物



，连篇累牍地翻译、介绍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讲话及有关文件，由此造成了中

共党内一次大分裂，产生了“托陈取消派”：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何资深等一批大

革命时期担任中央及地方上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接触到托派文件后，完全同意托洛茨基

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根源和责任问题的论述，接受了托洛茨基为中国革命指出的道路（陈独

秀在大革命期间就曾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地多次向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

主张）。此外，他们完全倒向托派，也是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背景的影响。 
1928 年 7 月，共产国际第六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斯大林

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大会前夕，已被放逐到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一篇

长文，猛烈批判国际纲领草案，其中第三部分就是《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他要求这篇

文章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散发。共产国际只翻译了一、三两部分，发给少数几个党的代表团

阅读，并规定阅后收回。文章在相当一部分代表团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不顾禁令，把文

章带回国去，也成立反对派，于是形成继第二国际分裂之后又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

分裂。 
1928年 10月 4日，托洛茨基又写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此文和前

文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为中国托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

、纲领、路线和策略，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 
托洛茨基为中国革命指出的道路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完结，应进行十月革命式的

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在革命没有到来前的“过渡时期”，共产

党只能进行议会斗争，即为召开“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选举的国民会议”而奋斗。

经过长期合法、非法、不流血（非战争）的斗争，积聚力量，创造时机，最后，革命形势到

来时，一举发动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为此，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攻击中共六大规定

的中国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批

评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

政权的路线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路线”。 
陈独秀等人在 1929年 8月 5日写了一封长信，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抛弃六大

路线。中共中央予以拒绝，并多次警告他们停止宗派活动。他们则表示：“你们说我们是

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你们机会主义

、冒险主义、行使威吓手段的、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 
陈独秀等人在 1929年 11月被中共开除后，成立了托陈派小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

派”（以示不承认被开除，仍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派），设立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陈独

秀任书记。1930 年 3 月，创办《无产者》作为机关报，陈独秀在创刊号及第二期上先后发
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关于所谓“红军”问题》。文章从西欧和俄国

革命的经验出发，批评中共领导农民进行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称红军大部

分是“土匪与溃兵”，其前途只能象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一样，“被统治阶级击溃

或收买”（托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工人运动这个中心，而到农

村去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搞“军事冒险”。否则，党就会蜕变成“农民的党”、“小

资产阶级的党”，甚至“土匪党”）。 
在此期间，归国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还成立了另外两个托派小组织；以王文元为首

的“十月社”和以赵济为首的“战斗社”。 
1931年 5月 1至 3日，在托洛茨基及托派临时国际催促下，4个小组织在上海举行统一

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托派组织，名称沿用“中国共党左派反对派”，通过了“中国共产

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和几个决议，选举了 9个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
传）、陈亦谋（组织）、王文元（机关报主编）、宋逢春（秘书）组成常委会。 
4 个中国托派小组织统一前，互相之间的派别斗争十分激烈。陈独秀对中国托派组织统一



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特别强调要乘当时中共党内王明上台造成的混乱，由托派取而代之，

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 

 
中国托派组织在抗日民主运动中不断受到破坏 

 

中国托派统一后，正积极地准备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召开国民会议斗争时

，原托派骨干马玉夫因未当上中央委员而叛变，向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刚成

立的托派中央被破获。中央委员及其家属 10数人被捕，5个常委被捕去 4 个，唯陈独秀幸
免，托派中央顿时瘫痪。不久，陈独秀吸收 4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8月又被捕去 3人。 

接着，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引起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陈

独秀以托派名义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文章，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和

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破坏上海抗战、镇压学生运动

的罪行。陈本来准备大干一番，但由于中央领导机关处于大破坏后的瘫痪状态，再加上中

国托派内部又有一帮人视“反日、”“爱国”、“救国”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而加

以抵制，因此，眼看着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高涨，陈独秀只得“望洋兴叹”。他曾写信

呼吁与中共中央共同领导民众运动，也遭到拒绝；他提出与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

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运动”，以“首先推翻革命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

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主张，也无人响应，甚至遭到托派内极左派的严厉批判。 
1932 年春，陈独秀好不容易搭起新的 5 人常委会，并准备在华北和上海工人中重点开

展反日反国民党活动。但是，当托洛茨基从陈独秀的来信中得到这个消息，并指示他们如

何提出“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进行斗争时，新班子却在 10月 15日再次被法
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警察局破获。这次是全体常委（包括陈独秀）、机关报及联络部等被一

网打尽。 
陈独秀等被捕后，中国托派又长期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上海区委书记会商曾拼

凑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不到一年倒台三次。1933年 12月才成立起由陈其昌（书记）、
蒋振东、赵济等 3 人组成的比较稳定的“临委”。由于陈独秀主持托派工作期间，他的一
些主张一直遭到中国托派内部一些人的反对，临委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内部讨论上，

以求思想统一后，再开展政治活动。讨论以书面形式进行了一年多（狱中的中国托派分子也

参加了），但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北平来的史朝生、刘家良等几位青年托派，在托洛茨

基委派来华的特派员、美国托派头子格拉斯的支持下，在 1935年 1月 13日召开“上海代表
大会”，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开除了陈独秀、陈其昌和尹宽等人。他们批判陈独

秀提出的托派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及自由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

石独裁统治的主张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违背了托洛茨基规定的托派不与资产阶级建立

任何统一战线的原则。大会还把中国托派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准备建立正

式的中国托派政党。但是 3个月后，新的托派中央成员又全部被捕入狱。 
1935 年底，陈其昌与出狱的王文元等人收拾残局，重新搭起“临委”班子，并整顿和联络
起山东、广西、福建、香港的托派组织。在政治上，他们除了出版《火花》外，还新创刊了

《斗争报》，着重攻击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发表一系列决议

、宣言和文章，全面批评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与国

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以及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

证等，攻击中共“以抗日为借口，放弃了土地革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总之放

弃了共产党所有的立场，以最可耻的态度屈膝于国民党蒋介石之前……促进了蒋介石死党



们的法西斯运动”；指责“‘红军’再不是阶级斗争的革命力量，而变成为简单雇佣军队

了”。他们自称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们的纲领和口号是“站在彻底的阶级立场

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打倒降敌害民的国民党！”“土地

归贫农！”“反对背叛阶级的斯大林党（指中共——引者注）！”“召集全权普选的国民会

议解决一切国事！” 

 
抗战中倍受打击 

 

1937 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中国托派分子也纷纷出狱。这时，
陈独秀的思想有些转变。鉴于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

明确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他又认为托派内部极左思潮

及靠一张报纸活动的方式没有前途。于是，他出狱后与上海托派领导集团分道扬镳，到武

汉活动，企图以抗日和民主为旗帜，联络国共以外的第三种势力，开创独立的政治局面。

但是，1927 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左右了中国的政治，根本没
有中间道路可走，更何况当时正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抗日救亡的任务压倒了一

切，陈独秀的计划很快破产。1942年 5月 27日，他病逝于四川江津。 
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出狱后先后到上海，加强了托派的领导力量。

他们在租界中发行刊物，专门从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阻拦了一些进步青年到农村

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具体策略上，托派内部很快发生了分裂。 
以彭述之、刘家良为代表的一派，遵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认为中国抗战是“进步的”

，对抗战采取所谓“保卫主义”的策略，即拥护抗战，但重点放在准备“推翻国民党政权

”上，用战争来引发革命。以郑超麟、王文元为代表的另一派，完全照搬列宁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的策略，即所谓“失败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

步意义”；“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因为“所谓‘国民’、

‘人民’、‘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各种阶级。接着，他们断言：“殖民
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群为了共同的民族

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他们认为群众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

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要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为

此，他们宣称“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立起来！……我们第一步应当破

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

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 
两派虽然有一些分歧，但在攻击国共合作、否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是完全一致

的。 
中国托派的这种观点，自然受到中共的批判。更严重的情况是，当时苏联因基洛夫被

刺事件引起的肃托运动严重扩大化，把苏联托派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一大

批领导人说成是与德国法西斯勾结的“间谍”、“杀人犯”等等，进行严厉镇压，并揭出

所谓托洛茨基 1935年 12月给俄国“平行中心”的信，信中宣称托派“绝对不去阻碍日本侵
略中国”，于是“托派是汉奸”的舆论在全国流行起来。共产国际也为此作出《关于与法西

斯主义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并派遣王明、康生回国执行。于是，中国抗

战中反对托派的斗争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不仅托派难以进行活动，中共党内外大量爱国志

士也因与权势者有不同意见，而被诬为“托派汉奸”，随意加以打击和诛杀，冤狱遍地。

抗战初期就发生了 3 起轰动全国的“托派汉奸”案：陈独秀案、张慕陶案、王公度案。



1939 年，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也发生了以“肃托”名义冤杀 300 多名革命干部的“湖西事
件”。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假案、错案，特别是张慕陶、王公度等，别说汉奸，连托

派都不是。 
1941年 7月 13日，在彭述之、刘家良等人策动下，中国托派召开“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声称中国 4 年来抗战的失败，
“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政党……”，而他

们托派“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没有在反动的

‘阶级合作’舆论之下低头”，因此“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大会选举了以彭述

之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派成员完全被排挤出领导机构和机关报编委会。于是

，郑超麟、王文元等人独立出版本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中国托派从此正式分裂成两派

，彭述之一派自称“多数派”，另一派被称为“少数派”。然后他们分别到基层去争夺群

众，结果各地托派组织也都分裂成两派，以后再也没有统一起来。 

 
与中共的矛盾激化而被取缔 

 

抗战结束后，中国托派“多数派”以大型刊物《求真》和《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

声》），“少数派”以《新旗》为阵地，对中国各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企图影响政局的发

展。 
两派都以和平主义的口吻，把国共两党一起谴责，说这是“国共之间的私斗”；国共

都是把人民“当炮灰”，“使他们重遭战祸”。内战全面爆发后，他们对战争进行“阶级

分析”，又认为是“农民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中国共产党及农民一方是“进步的”

，但“不是革命的”。为此，他们宣称“我们的工作不在参加进步一边的内战，也不是跑

‘解放区’，而是留在城市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并要求人们“寄希望于城市革

命而不应寄希望于中共战胜。”“多数派”的中央委员会还通过《关于内战决议》，号召解

放区的托派毫不踌躇地参加农民斗争，借以“揭破中共的错误与叛卖”（ 指历史上的两次
国共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农村土改中保护富

农的工商业及在新解放区暂时不进行土改而实行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政策），“推翻中共的领

导权”，“刺激城市的工人起来，使工人与农民合起来干涉历史的行程。” 
1948 年春，当全国都普遍认识到中共将取代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时，彭述之和刘家良

在中常会开会讨论形势时还断言：“中共要想夺取政权绝对不可能。”他们的根据是，共

产党“真正的弱点是代表农民和占据农村”；它的武装力量是建立在“落后的农村经济基

础之上，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条件下，农村是依附于城市的……所以谁占有重要的城市，

谁就是全国的主人”。中共“希图根据农村来夺取城市，那就命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

途”。 
于是，当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突破长江天险夺取全国胜利时，他们大惊失色

，匆匆忙忙召开所谓建党大会。“多数派”成立了“中国革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

会主义青年团”；“少数派”成立了“国际主义工人党”及其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青年

团”。他们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发展组织，准备与共产党争夺天下。他们宣称：由于中共

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保护富农，在新解放区又以减租减息代替土改，渡江以后的解放战

争已经“变质”。中共“由领导农民转变为抛弃农民，转变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由

“农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军队则由农民变成资产阶级雇佣军”。他们宣称：

“现在内战在中共方面，不再是一个农民运动，而是另一个资产阶级集团的战争，内战由



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战争，变成资产阶级的争夺战。它在客观上的进步性消失了，成为一个

反动的战争。由于内战性质的转变，我们的态度也转变，不再保护内战，应采取失败主义

的态度。不过应该注意在中共方面实行失败主义，并不是促使国民党胜利。”当时中国托

派两派加起来，总人数也不超过 500人（“多数派”300多人，“少数派”约 100人），要
想阻止中共的胜利，当然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托派仍不死心。上海解放前夕，他们便各自将中央机构撤到香港

，在大陆上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专门从事推翻共产党政权

的活动。“少数派”潜伏组织的刊物《新方向》，在“编者语”中明确宣布该刊内容为：“

批判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各种基本理论”和“国家资本主义各种政策、制度、运动”等

。他们称共产党是“国家资产阶级”，而他们托派代表“无产阶级”，煽动工人群众进行

“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 
于是，他们就对解放初期共产党为巩固新政权而开展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劳动竞

赛与增产节约、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和政策，进行批评和抵制。他们鼓动学

生罢课、工人罢工。个别人甚至与美蒋特务及土匪勾结,搞武装暴动等. 
这样，在共产党看来，中国托派就由原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极左派小集团，变成了反

对共产党政权的反动组织；他们与共产党的矛盾，也由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转化为

敌我矛盾。 
1952 年 12 月 22 日夜，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统一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

之间就取缔了大陆上的全部托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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